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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和建成环境对居民步行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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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步行作为一种主要的交通方式和日常体力活动形式，其与公共交通使用和建成环境的

关系是城市地理学和公共健康研究的热点。目前城市轨道交通对步行行为的影响研究相对不

足，且在中国的实证研究中对于自选择问题的控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基于2014年西安市建

成环境与居民出行行为微观调查数据，采用匹配对照的准实验研究设计，通过自选择效应的控

制，本文探究并区分了城市轨道交通及建成环境对交通和休闲步行频率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出行态度和偏好等自选择因素对个人步行频率具有重要影响。② 控制了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和

自选择因素后，受访者对建成环境的感知极大地影响了步行频率。③ 客观建成环境变量对于

步行频率的影响与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结果存在一定差异。无论交通步行还是休闲步行频率

模型中，均未发现密度的显著影响。客观建成环境变量中周边购物及餐饮设施数量和常规公

交站点数量对交通步行频率产生显著正效应，但对休闲步行并不产生显著影响。④ 地铁对交

通步行频率具有显著的独立影响。本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城市居民步行出行背后的影响因

素，并为通过优化城市土地利用规划来引导城市居民绿色和健康出行的政策制定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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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步行是居民日常生活最主要的出行方式，也是一种健康低碳的生活方式，具有显著

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健康效益[1-2]。从交通角度，步行可以增加公共交通的可及性、减

少汽车出行，从而缓解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和其他环境问题。从公共健康角度，步行出

行意味着增加体力活动，改善健康状况，降低医疗费用[3-4]。当前，国际上促进体力活动

已经成为公共健康的优先发展事项[5-7]。

大量研究探索了步行的潜在相关性和决定因素，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为建成环境与

步行行为之间的联系提供了证据。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证表明步行和特定建成环境如

人口和就业密度[8]、混合土地利用[9]、街道连通度[10]、人行道[11]或日常生活设施的可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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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邻近度[12-13]、邻里类型[14]、安全性及步行环境的美学设计[15]等因素之间具有联系。近年
来，关于公共交通使用和步行行为之间的关联研究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研究发现公共
交通使用与步行和体力活动正相关[16-19]，仅通过与公共交通相关的步行就能提高公共交通
用户的身体活动水平[20-21]。与那些不使用公共交通的人相比，公共交通用户和通勤者达到
国际体力活动推荐量的几率要高出2到8倍[22-23]。但这些研究主要关注的问题是公共交通
用户是否会有更多的步行和体力活动，对于建成环境中公共交通可达性，尤其是城市轨
道交通站点邻近度对步行行为的影响研究不足。Ewing等使用Meta方法，分析了2010年
以前关于建成环境和出行行为的 200多篇实证文献，发现只有 3项研究将步行作为因变
量，同时将到公交站点的距离作为自变量[24]。目前国际上相关研究还存在以下几个主要
的局限：

首先，大多步行研究直接套用建成环境与出行行为的研究模式，忽略了出行行为研
究的理论框架并不完全适用于步行 [25]。在出行行为理论中，一直将出行理解为一种衍生
需求：即出行需求来自于对活动的需求，而不是出行本身。然而，步行出行并不适用于
这一框架，因为许多步行出行的目的就是步行本身，而不是到达目的地[26]。即使一个人
选择步行去目的地，步行本身也可能和目的地一样重要。因此，区分出于休闲目的的步
行出行（如散步、锻炼或其他形式的休闲步行）和出于交通目的的步行出行（如步行去
商店和步行去工作）非常重要。也有研究指出影响这两类步行出行的因素可能有很大
差异[27-28]。

其次，对自选择效应（Self-Selection）的控制问题。自选择已经成为建成环境和出
行行为研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科学问题。建成环境与步行行为之间的联系可能来源于自
选择效应[29-30]。例如，有公交和步行偏好的城市居民，在选择居住地时会有意地选择公交
和步行便利的社区。在这种情况下，影响他们出行行为和模式的可能是他们的态度和偏
好，而不一定是社区公交设施的属性或建成环境。如果不控制自选择，它的影响将会掺
杂到公共交通和建成环境的效应中，导致难以揭示真实的影响机理[31]。尽管自选择问题
是国际上出行行为研究领域的前沿和热点之一，但建成环境对步行行为的影响研究中，
只有部分研究控制了自选择。在关于中国的实证研究中，更是缺乏对自选择效应的考
虑。仅有研究中，李琬等主要关注的是轨道交通对出行方式选择的影响[32]，杨文越等关
注的是自选择和建成环境对出行碳排放的影响[33]。

第三，大多关于建成环境对出行行为的实证研究未剥离出城市轨道交通带来的影
响。导致无法识别出行行为究竟是受到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建成环境特征（如：高密
度、混合利用、适宜步行的环境等）的影响，还是城市轨道交通本身也对其产生独立效
应[34-36]。近年来的几项研究区分了城市轨道交通和建成环境对出行行为的影响，但主要分
析的因变量是公共交通使用[37]、小汽车拥有和使用[38]，对步行行为的研究不足。对于城
市发展和政策制定来说，区分上述混淆影响效应很重要。因为如果城市轨道交通可达性
对于步行行为不具有独立影响，则仅需改善建成环境。反之，则必须提供可达的城市轨
道交通服务。

此外，已有实证研究大多来自于北美和欧洲发达国家的城市案例，与中国的一般发
展模式相比，具有较大差异。由于处于制度转型和快速空间重构期，中国城市在交通发
展、空间格局与形态、人口增长和内部迁移、土地利用多样性、城市设计等方面都与西
方城市存在显著差异[39-41]。因此，难以直接套用国外研究的框架和结果。国内目前对于步
行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步行环境和社区步行性的研究[42-43]。关于建成环境和步行行
为的研究则只有少量综述类的文献研究[44-45]，针对中国国情的实证研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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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北美和欧洲关于城市与公共交通发展的相关理论已经在中国激发了许多以公
共交通为导向的建设计划，旨在促进可持续出行行为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尤其是近年来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成为重点。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中国大陆共有 32座城市开通地
铁，开通运营总里程达到5123.3 km，运营车站3255座[46]。按照《“十三五”现代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到2020年全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预计达到6000 km。在新
型城镇化建设和绿色交通发展背景下，城市轨道交通不仅局限于满足出行需求的基本功
能，更承担着引导出行模式转变和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作用和责任。然而，在
中国城市发展背景下，公共交通尤其是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和发展，究竟能否促进步行
行为的增加，还缺乏实证证据。因此有必要研究中国城市的轨道交通建设和建成环境与
居民步行行为之间是否存在与发达国家相同的规律。

为此，本文基于西安的微观调查数据试图回答以下研究问题：第一，控制了自选择
效应后，城市轨道交通和建成环境对居民步行出行是否具有显著影响？第二，城市轨道
交通和建成环境是否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不同目的的步行（交通步行和休闲步行）？第
三，剥离开建成环境的影响后，城市轨道交通本身对于步行行为是否具有独立影响？

2 数据和方法

2.1 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匹配对照的准实验研究设计，其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有广泛的应用[47]。该

方法要求将被观察者分为两组：第一组具有研究者所感兴趣的特征（案例组）；而另一组
不具有这种特征但其他属性和第一组相似（对照组）。在对样本的行为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后，两组之间的差异就是该特征对行为的平均处理效应。本文将样本分为两组：居住在
地铁社区的居民（案例组）和居住在非地铁社区的居民（对照组）。由于问卷调查时，西
安仅开通1号线和2号线两条地铁线路，3号、4号和9号线正在建设中。本文选取了沿2
号线（已开通）和4号线（在建）两条相邻公共交通廊道上城市中心区和郊区各两个地
铁站点 1 km缓冲区内的 59个居住社区的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其中地铁站北大街（2号
线）和大差市（4号线）位于城区，而体育公园（2号线）、凤城九路、凤兴路（4号线）
位于城区外。主要调研社区的空间分布如图1所示。
2.2 变量及数据采集

本文以西安市为研究对象，基础数据主要来自于课题组2014年实施的西安市建成环
境与居民出行行为问卷调查。调查问卷主要包括居民对建成环境的感知、出行态度偏
好、日常出行和基本社会经济属性信息 4部分内容。完成一份问卷的时间大约为 20~30
min。问卷调查前，对25名本科生和研究生组成的调查组进行了培训。调研组招募了30
名目标社区的居民，对调查进行了预测试，并根据他们的反馈对调查问卷的细节进行了
修改。2014年4月—10月通过家庭拜访，在社区公园和开放空间采取面对面、随机拦截
的方式进行了正式问卷调查。收集的问卷调查数据共涉及59个居住社区。由于调研的这
59个社区包含75477户住户，按照每个社区1%的比例随机抽样住户，共有813名住户参
与调查。在删除无效数据之后，本文使用的为782份有效问卷。调查过程中并未详细记
录拒访者信息，但记录了拒访人数，问卷的回复率约为60%~70%。

研究中使用的自变量主要包括居民社会经济属性特征、出行态度偏好、客观和感知
的建成环境特征4类（表1）。居民社会经济属性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是
否拥有驾照、家庭年收入、家庭规模和结构、家庭交通工具拥有量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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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选择效应的控制主要反映在对出行态度偏好变量的控制上。出行态度偏好数据
来源于问卷，受访者就 21项关于小汽车、公共交通、自行车和步行的偏好表述进行判
断，从“非常不赞成”到“非常赞成”共 4 级量表。然后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得到 5个主要因素：认为汽车安全、喜欢开车、喜
欢公交、喜欢骑自行车和喜欢步行（图2）。

客观建成环境变量主要使用ArcGIS 10.0通过空间分析计算。由于人口普查数据只到
街道尺度，因此人口密度数据采用的是样本所在街道的人口密度。其他客观建成环境变
量道路网密度、道路交叉口数量、购物及餐饮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 POI）数量、常
规公共交通站点和线路数均计算样本居住社区所有入口800 m缓冲区内的数据。

感知建成环境变量要求受访者对现在居住社区的27项属性特征进行判断，包括房屋
费用、房屋质量和安全性、交通便利性、投资潜力、周边中小学质量、社区外观、住宅
形式、社区物业管理、停车设施、人行道和步行设施、自行车线路、公交服务质量、公
交站点可达性、公园和公共空间可达性、步行距离内的购物场所、区域商业中心可达
性、城市中心可达性、公共建筑可达性、工作地点可达性、社区治安和犯罪率、社区街
道交通拥堵率、社区环境安静、街道照明、步行安全性、小孩玩耍安全性、邻里交往、
社区居民的经济水平相似度。对这些因素的重要性从“描述完全不正确”到“完全正
确”进行评级来衡量个人对这些社区特征的感知。本文选取了与步行行为密切相关的九
项社区特征代表感知的建成环境特征自变量纳入分析模型（表1）。

本文使用的因变量主要为步行频率。参照国际上相关研究中较成熟的问卷方式[48]，
在问卷中通过询问被访者“在最近的这 7天，您有几天在您社区附近散步（包括遛狗、
锻炼）”“在最近的这7天，您有几天从家里步行到商店（包括步行去购物、餐饮及娱乐

等）”获得交通和休闲步行频率数据。由于本文关注焦点在步行本身，而不是出行模式

的转变。因此，使用步行频率作为因变量，而不是步行频率占总出行频率的比例。

2.3 研究方法

研究数据为存在嵌套的跨层次结构数据。影响城市居民步行出行的社会经济属性因

图1 调研社区的空间分布(2014年)
Fig. 1 Location of sample residential complexes i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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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Tab. 1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层次

因变量

个体层次

社区层次

类别

个人社会
经济属性

特征

感知社区
建成环境

出行态度
及偏好

客观建成
环境变量

指标

交通步行出行频率

休闲步行出行频率

年龄

性别(男性)

受教育程度

是否有驾照

家庭年收入

家庭规模

社区及周边建筑外观

开放空间邻近度

购物可达性

公交服务质量

公交站点可达性

步行设施

安全性

小孩安全

邻里认同

开车安全

喜欢小汽车

喜欢公交

喜欢骑自行车

喜欢步行

是否居住在地铁社区

人口密度

道路网密度

道路交叉口数量

购物及餐饮POI数量

常规公交站点数量

常规公交线路数量

定义

最近7天，您有几天从家里步行到商店(包括
购物、吃饭、喝茶等)

在最近的这7天，您有几天在您社区附近散步
(包括锻炼、遛狗)

单位：岁

是=1，否=0

不识或初识字=1；小学毕业=2；初中毕业、高中
(含中专、职高)毕业=3；大专和大学本科=4；研
究生及以上学历=5

无=0，有=1

30000 元以下=1；30001~50000 元=2；50001~
100000 元=3；100001~200000 元=4；200001~
300000元=5；30万元以上=6

单位：人数

社区及周边建筑外观漂亮

附近有公园或开放空间

步行距离内有购物场所

高质量的公共交通服务(公交或地铁)

到达公交站点方便

有步行道、内部交通便利

社区步行安全

小孩户外玩耍安全

社区居民的经济水平和我相似

小汽车出行比坐公交车、骑自行车、步行更安全

喜欢开车，为享受开车的乐趣而开车，开车时觉
得很自由和独立

在可能的情况下更喜欢坐公交车而不是开车

在可能的情况下更喜欢骑自行车而不是开车

喜欢步行，步行有时比开车更方便

是=1，否=0

居住社区位于的街道人口密度，单位：千人/km2

居住的小区所有入口800 m缓冲区内的道路长度/
面积，单位：km/km2

居住的小区所有入口800 m缓冲区内的道路交叉
口数量，单位：个

居住的小区所有入口800 m缓冲区内商购物和餐
饮POI数量，单位：个

居住的小区所有入口800 m缓冲区内的常规公交
站点数量，单位：个

居住的小区所有入口800 m缓冲区内的常规公交
站点数量，单位：条

均值

3.37

3.77

40.15

0.49

3.97

0.43

2.91

3.78

2.56

2.74

3.02

3.10

3.31

2.74

3.05

2.96

2.50

-
-

-
-
-

0.509

0.016

6.84

12.8

1.95

9.62

31.33

标准差

1.77

1.99

15.69

0.50

1.10

0.49

1.27

1.49

0.86

0.86

0.85

0.80

0.88

0.86

0.79

0.83

0.89

0.51

0.62

0.37

0.73

0.67

0.50

0.011

2.46

7.06

1.07

4.08

19.03

素、感知的建成环境和出行态度偏好是个体层面的非集计数据，而客观建成环境因素则

往往在社区层面度量。如采用传统单一层次回归方法控制一方面因素来突出另一方面因

素的作用，会导致结果出现偏差。多层模型（Multilevel Model）考虑了数据的跨层次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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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利用多层面的自变量对因变量进行估计，能得到更可靠的统计结果。同时，与传统
模型相比，多层模型可提供方差及协方差的有效估计，进而提高模型的简约性。多层模
型中，第1层的截距和斜率可由第2层自变量决定。本文定义第1层为个体层，第2层为
社区层，模型结构如下：

个体层：

Yij = β0j +∑
n = 1

N

βnj Xnij + rij （1）

社区层：

β0j = r00 +∑
m = 1

M

r0mWmj + μ0j

β1j = r10 + μ1j

……
βnj = rn0 + μnj

（2）

本文使用的模型：

Yij = r00 +∑
m = 1

M

r0mWmj +∑
n = 1

N

(rn0 + μnj)Xnij + μ0j + rij （3）

式中：Yij表示第 j个社区第 i个居民的步行频率；Xnij表示第 j个社区第 i个居民的个体层次
n个解释变量取值；Wmj为社区建成环境层变量； β0j, β1j, β2j, …βnj 为个体层的随机截距；γ

00, γ10, ⋯, γn0为待标定的回归系数；rij为个体层的随机效应，服从N（0, σ2）；μ为社区层的
随机误差项，服从N（0, τ00）。

注：① 椭圆代表潜变量，矩形代表观察变量；② 图中数值代表标准化后的因子荷载，所有因子荷载均在0.01水平

上显著。③ 拟合优度测度：均方根近似误差（RMSEA）= 0.054 < 0.08；标准化均方根残差（SRMR）= 0.046 < 0.08；

比较拟合指数（CFI）= 0.905。

图2 出行态度的测量模型
Fig. 2 Measurement models of travel attitu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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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使用Stata 15.0建立数据库并进行数据分析。在对多层模型进行参数标定时，利
用收缩估计的参数估计方法，即对个体层面和社区层面分别利用最小二乘估计方法和加
权最小二乘估计方法进行参数估计，最终以两种估计的加权综合作为估计结果。

3 实证结果

3.1 数据统计分析
西安地铁2号线已开通运营，因此其沿线社区为地铁案例社区。相对的调查时还未

投入运营的地铁 4号线沿线社区为对照社区。考虑到建成环境特征在区域上的差异性，
对照和案例社区按照同一区域相匹配。因此，区分城市中心区和郊区分别讨论对照组和
案例组的建成环境特征。

表2显示了西安地铁2号线和4号线被访者的社会经济属性数据。无论是城市中心区
还是郊区社区，地铁社区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年收入均高于对照社区。可见由于公
共交通仍是中国城市最主要的交通方式，城市居民为地铁支付了大量的房价溢价[49]。郊
区社区的家庭规模显著大于城市中心区社区。无论是城市中心区还是郊区社区，地铁社
区的被访者更年轻。在城市中心区，地铁和对照社区之间的女性比例没有显著差异，但
在郊区社区中，地铁社区女性受访者的比例要比对照社区小。因为无法获取到社区层面
的人口普查数据，本研究无法进行对比来评估样本的代表性。然而，由于研究的重点是
解释相关变量与步行行为的关系，而不是描述步行行为本身的代表性，因此这些差异并
不会对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由表3可知，无论在城市中心区还是郊区，在2号线和4号线之间，道路密度和常规
公交线路数量没有显著差别，但地铁社区的常规公交站点、道路交叉口数量、购物及餐
饮POI数量比对照社区少，人口密度比对照社区高。这表明虽然这两组社区在区域位置
上是相似的，但在某些社区特征上仍然存在差异。因此，模型中需要对建成环境变量中
的人口密度、道路交叉口数量、购物及餐饮POI数量、常规公交站点数量进行控制。
3.2 实证结果

多层模型分为3个步骤：① 构建无条件平均模型（也称空模型）判断因变量是否存
在显著的层间变异；② 构建随机效应模型，判断个体层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显著程度及

表2 西安地铁2号线和4号线站点区域样本的社会经济属性特征
Tab. 2 Sample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for different corridors

变量

年龄均值

女性(%)

受教育程度均值

家庭年收入均值

家庭规模均值

居住社区数量

个体样本数量

郊区

郊区
总样本

38.70***

0.49***

4.00***

3.23***

3.87***

29

396

地铁4号线
(对照组)

42.40***

0.56***

3.71***

2.96***

3.90

12

191

地铁2号线
(案例组)

35.30***

0.43***

4.27***

3.49***

3.84

17

205

城市中心区

城区
总样本

41.70***

0.51***

3.98***

2.58***

3.70***

30

386

地铁4号线
(对照组)

44.80***

0.52

3.79***

2.27***

3.39***

21

193

地铁2号线
(案例组)

38.50***

0.53

4.16***

2.88***

4.01***

9

193

注：使用SPSS中方差的单向分析（ANOVA）来确定两组间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表示

在1%~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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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间差异；③ 通过完整模型来判断控制条件下各层自变量对因变量分别作用程度，以及
第二层变量对于第一层变异所反映背景效应的解释程度。
3.2.1 无条件平均模型 无条件平均模型也称空模型，即不含任何自变量的回归分析，其
方程式为：

Yij = γ00 + μ0j + γij （4）

式中：Yij表示第 j个社区第 i个居民的步行频率；γ00代表总平均值或总截距，是固定参
数；μ0j是社区层次的随机变量，代表 j社区的截距到总截距的距离，表示第 j个社区居民
步行频率均值与所有居民步行频率均值的离差；γij是居民个体层次的随机变量，即分布
于 j社区的 i居民到该社区截距的偏离。

在构建完整模型之前，需要建构两层均没有解释变量的无条件平均模型。无条件平
均模型通过方差贡献可以确定步行出行频率在社区内相关程度，同时表征步行出行频率
的社区层变异是否显著。

如表 4 所示，交通步行和休闲娱乐步行频率的随机截距误差项分别为 1.129 和
0.507，该数值远远大于其标准误差0.137和0.111，表明交通步行和休闲娱乐步行频率在
很大程度上因社区而异。计算两层次组间相关系数 （The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交通步行频率为1.129/（1.129+1.389）=0.448，表明对于交通步行频率大
约44.8%的变异可以分解到社区层次的客观建成环境变量，其余55.2%的变异来自于个人
社会经济属性、感知的社区特征、出行态度及偏好。休闲步行频率的两层次组间相关系
数为0.209，表明对于休闲步行频率大约20.9%的变异可以分解到社区层次的客观建成环
境变量，其余 79.1%的变异来自于个人社会经济属性、感知的社区特征、出行态度及
偏好。
3.2.2 随机截距模型 将个人和社区层次变量纳入模型，探讨其对交通步行频率和休闲步
行频率的影响（表 5）。个人层次中，包含个人社会经济属性特征、个人感知的社区特
征、个人出行态度偏好的各个自变量；社区层次中，在个人层次的截距项方程中引入反

表3 西安地铁2号线和4号线沿线城区和郊区社区建成环境特征
Tab. 3 Neighborhood attributes of urban and suburban residential complexes along metro lines 2 and 4

变量

人口密度均值

道路网密度均值

道路交叉口数量

购物及餐饮POI数量

常规公交站点数量均值

常规公交线路数量均值

居住社区数量

个体样本量

郊区

郊区
总样本

6778***

4.75

8.39***

1.07***

6.66***

15.4***

29

396

地铁4号线
(对照组)

5259.25***

(1.674)

4.78
(0.836)

10.01***

(3.156)

1.34***

(0.383)

8.23***

(2.936)

15.6
(2.622)

12

191

地铁2号线
(案例组)

8193.04***

(8.87)

4.73
(1.688)

6.88***

(2.141)

0.81***

(0.557)

5.21***

(2.147)

15.21
(8.48)

17

205

城市中心区

城区
总样本

24816.65***

8.97

17.31***

2.86***

12.64***

47.67***

30

386

地铁4号线
(对照组)

21681.84***

(7.519)

9.89
(0.767)

23.80***

(3.864)

3.21***

(0.502)

13.12***

(2.136)

54.81
(8.467)

21

193

地铁2号线
(案例组)

27951.47***

(4.333)

8.05
(0.774)

10.83***

(1.546)

2.51***

(0.513)

12.17***

(2.904)

40.53
(12.478)

9

193

注：① 使用方差的单向分析（ANOVA）来确定两组间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② ***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表示

在1%~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③ 括号内的值为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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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无条件平均模型的方差估计结果
Tab. 4 Variance component of variables in the unconditional means model

参数

截距(固定效果)

随机效果

社区之间变异

个体之间变异

组内相关系数(ICC)

社区样本量

个体样本量

交通步行频率空模型

系数

3.581

1.129

1.389

0.448

59

782

标准误

0.176

0.137

0.036

休闲步行频率空模型

系数

3.843

0.507

1.923

0.209

标准误

0.109

0.111

0.050

注：p < 0.001。

表5 随机截距模型的估计结果
Tab. 5 Results of random-intercept model

层次

个体层次

社区层次

随机效果

样本数

类型

个人社会经济属性特征

感知的社区特征

出行态度和偏好

客观建成环境变量

变量

年龄

性别(男性)

受教育程度

是否有驾照

家庭年收入

家庭规模

社区及周边建筑外观

开放空间可达性

购物可达性

公交服务质量

公交站点可达性

步行设施

安全性

小孩安全

邻里认同

喜欢开车

喜欢公交

喜欢步行

是否居住在地铁社区

人口密度

道路交叉口数量

购物及餐饮POI数量

常规公交站点数量

截距

社区之间变异

个体之间变异

交通步行频率模型

系数

0.011**

-0.223**

0.058

-0.018

0.005

-0.035

0.126*

-0.015

0.001

0.158*

0.011

0.105*

-0.011

-0.010

0.084

-0.010

0.592*

0.509**

1.389***

-0.020

0.018

0.583***

0.097**

-1.080

0.267

1.534

标准误

0.004

0.095

0.053

0.110

0.043

0.032

0.059

0.071

0.065

0.067

0.168

0.061

0.070

0.067

0.054

0.091

0.276

0.151

0.263

0.140

0.021

0.142

0.034

0.845

0.096

0.040

休闲步行频率模型

系数

0.039***

-0.404**

-0.073

0.054

0.046

0.046

-0.063

0.287**

0.117

0.055

0.263

0.219**

0.069

0.203*

0.246***

0.009

0.715*

0.752***

-0.189

0.001

0.003

-0.222

-0.049

-1.035

0.268

1.533

782

标准误

0.004

0.117

0.064

0.134

0.052

0.052

0.072

0.086

0.079

0.082

0.172

0.074

0.085

0.082

0.066

0.111

0.337

0.185

0.257

0.137

0.021

0.140

0.034

0.863

0.096

0.040

注：① ***表示在 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1%~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10%水平上显著；② 一般认为方差扩大因子

（VIF）大于10时，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检验模型的VIF，两个模型最大VIF均为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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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社区特征的自变量和误差项，并将个人层次的斜率项设为固定。由于本文不考察各层
影响因素间的互动效应，所以采用上述设置把各层影响因素之间的互动效应产生的误差
归入社区层次的误差项中，这有利于对各自变量在多层结构效应下对步行频率的影响程
度进行独立分析。

（1）交通步行频率
根据表 5中多层模型结果，共有 10个自变量对交通步行频率产生显著影响，其中 7

个个体层面变量（年龄、性别、感知的社区及周边建筑外观、感知的公交服务质量、感
知的步行设施、喜欢公交和喜欢步行）和3个社区层面变量（是否居住在地铁社区、购
物及餐饮POI数量和常规公交站点数量）。

个人社会经济属性特征中年龄对交通步行频率产生显著正效应。随着年龄的增加，
交通步行频率呈增加趋势。与女性相比，男性交通步行频率更低。受教育程度、是否有
驾照、家庭年收入和家庭规模均对交通步行频率不产生显著影响。出行态度变量中，喜
欢公共交通和喜欢步行的居民交通步行频率更高。

在控制了个人社会经济属性特征和出行态度偏好带来的自选择效应后，感知的社区
建成环境和客观建成环境变量仍然对交通步行频率产生显著影响。感知的社区建成环境
变量中，社区及周边建筑外观、公交服务质量、步行设施对交通步行频率产生显著正效
应。有意思的发现是居民感知的常规公交站点可达性并不对交通步行频率产生显著影
响，只有感知的公共交通服务质量才产生显著正效应。表明公共交通的乘车舒适度、准
点率，乘车环境等的重要性。感知的开放空间邻近度、购物可达性、安全性、小孩安全
性、邻里认同等社区特征均对交通步行频率无显著影响。

社区层客观建成环境变量中，是否居住在地铁社区、周边购物及餐饮设施数量、常
规公交站点数量均对交通步行频率产生显著正效应。Handy等研究发现步行到商店的频
率与半径800 m范围内的商业数量正相关 [50]。本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发现，居住社区
800 m缓冲区内的购物及餐饮设施数量对交通步行频率产生显著正效应。Zhang等使用中
国中山市数据研究发现人行道密集、步行距离内商业设施丰富且容易到达、绿地比例
高、公交车站密集与步行出行频率增加相关[51]。本研究结果类似，居住地周边购物及餐
饮设施和常规公交站点数量越多，交通步行频率越高。

此外，在控制了个人社会经济属性特征、出行态度和建成环境变量后，地铁仍然对
交通步行频率产生显著正效应。这一结论肯定了地铁建设的积极作用，表明其对于交通
步行行为具有独立于建成环境的影响。

（2）休闲步行频率
对休闲步行频率产生显著影响的 8 个自变量（年龄、性别、感知的开放空间可达

性、感知的步行设施、感知的小孩安全、感知的邻里认同、喜欢公交和喜欢步行）均来
自于个体层，虽然从零模型中可以判断有对于休闲步行大约20.86%的变异可以分解到社
区层次，但从随机截距模型结果来看，纳入模型的客观建成环境变量均对休闲步行频率
无显著影响。

个人社会经济属性特征中年龄对休闲步行频率产生显著正效应。随着年龄的增加，
休闲步行频率呈增加趋势。与女性相比，男性休闲步行频率更低。受教育程度、是否有
驾照、家庭年收入和家庭规模均对交通步行频率不产生显著影响。出行态度偏好变量
中，喜欢公共交通和喜欢步行的居民休闲步行频率更高，这符合假设，表明态度和偏好
等自选择因素会影响居民的步行行为。

感知的社区特征变量中，开放空间可达性、步行设施、小孩安全和邻里认同对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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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频率产生显著正效应。感知到附近有公园或开放空间的人休闲步行频率更高。这一
研究结果和已有研究发现类似，Gilescorti等发现邻近那些大的、具有吸引力的公共开放
空间，可以鼓励更高水平的步行[52]。Li等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调查结果显示，绿化及
休憩用地与较频繁的步行活动密切相关[53]。已有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证明位于离家步行
距离内的人行道和步行设施与体力活动正相关。如Duncan等在昆士兰州的研究发现步行
道网络的接近性和参与休闲步行之间具有强烈正相关关系[54]。本研究亦证实了这一点，
感知到便利的步行设施对于增加休闲步行频率有重要影响。感知到小孩户外玩耍安全，
社区居民的经济水平相似的人会更频繁地进行休闲步行，这一研究结果类似于发达国家
的实证结果，安全性是影响步行行为的关键因素[55-56]。客观层面的建成环境变量均不对休
闲步行频率产生显著影响。这一研究结果和已有研究发现类似[57]。可能的原因是解释休
闲步行行为时，个体对步行环境的感知比客观社区建成环境特征更重要，也有可能是因
为这里使用的客观建成环境特征变量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建成环境对个体休闲步行的影响。

上述分析表明，居民的步行行为受个人层面社会经济属性因素、出行态度偏好因
素、感知的建成环境因素以及社区层面的客观建成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图3）。且感知
和客观建成环境变量对不同目的的步行行为影响存在差异。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实证研究了城市轨道交通、建成环境和自选择对交通步行频率和休闲步行频率

的影响。通过对两种类型步行频率模型结果的比较，得到了关于步行行为的有趣结论。

图3 不同目的步行行为的影响因素
Fig. 3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walking behavior for different purpo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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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两个模型都表明出行态度和偏好等自选择因素对个人步行行为具有重要影
响。喜欢步行和公共交通的人，交通步行频率和休闲步行频率都相对更高。因此，通过
塑造建成环境来管理出行行为的能力可能会受到明显的居民出行态度和偏好的限制。

第二，控制了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和自选择因素后，建成环境对步行行为有影响，尤
其是受访者对建成环境的感知极大地影响了步行频率。但交通步行和休闲步行受到不同
维度感知建成环境变量的影响。感知到的社区及周边建筑外观、公交服务质量、步行设
施的便利程度等因素对交通步行频率产生显著影响。而对于休闲步行频率而言，产生影
响的主要是感知到的开放空间可达性、步行设施的便利程度、小孩安全和邻里认同。但
无论是交通步行还是休闲步行频率均受到感知到的步行设施便利程度的显著影响。可
见，人行道等步行设施在创造安全步行环境和鼓励步行方面的重要作用。

第三，客观建成环境变量对于交通步行和休闲步行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在本研究
中无论交通步行还是休闲步行频率模型中，均未发现密度的显著影响。客观建成环境变
量中周边购物及餐饮设施数量和常规公交站点数量对交通步行频率产生显著正效应，表
明社区周边的商业区特征、购物可达性和公共交通可达性对于交通性步行出行很重要。
良好的公共交通可达性和服务对于促进交通步行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于休闲步行来说，
人口密度、道路交叉口数量、购物及餐饮POI数量和常规公交站点数量客观建成环境变
量并不产生显著影响。因此，为了准确获取和解释步行行为，避免建成环境和人口特征
对步行行为的影响被抵消和低估，在调查和研究中区分不同目的步行方式非常重要。

第四，在控制了建成环境、自选择和居民社会经济属性特征后，地铁仍然对交通步
行频率具有显著的独立影响。这一结论肯定了地铁建设的积极作用，表明其对于步行行
为具有独立于建成环境的影响。
4.2 讨论

本文研究结论对城市规划和管理采取相应措施改善城市轨道交通可达性和社区建成
环境，激励步行出行和缓解交通问题有一定启示和实践意义，可以为城市和社区规划与
建设提供参考依据。本研究的结论表明在相关规划和政策制定中，通过提升城市轨道交
通可达性和改善建成环境因素来促进步行出行的措施在中国背景下同样适用。同时需要
关注基于不同出行目的步行行为的建成环境因素调整的差异性。另外，出行者不同社会
经济属性和态度偏好特征也是居民步行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应当在中国城市社会空间
分异与重构背景下，充分认识到通过塑造建成环境来管理出行行为的能力可能会受到明
显的居民出行态度和偏好的限制。

同时，本文发现在中国城市的实证研究中，客观建成环境变量对于步行行为的影响
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异。在发达国家的大部分实证研究中，密度通常与步行和体力活
动的增加相关联。而在本研究中无论交通步行还是休闲步行频率模型中，均未发现密度
的显著影响。这也与国内部分关于建成环境和体力活的实证研究结论一致[58]。甚至一些
中国的实证研究中还发现密度与休闲步行和体力活动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59-60]。可见，由
于中国城市的社会经济和现实状况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显著差异，在中国背景下城市轨
道交通邻近性、建成环境与步行行为之间的联系可能表现出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特征。

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① 本研究主要是基于截面数据的准实验研究，基于调查数据
的限制，未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纵向研究，难以总结城市轨道交通和建成环境与步行行为
之间的因果关系；② 步行行为数据主要来自于问卷中居民的自我报告，而非客观测量数
据。未来的研究可依赖于物理活动持续时间和地点的客观测量数据（例如使用全球定位
系统）来进一步验证我们的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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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urban transit and built environment on walking

HUANG Xiaoyan1, 2, CAO Xiaoshu1, 2, YIN Jiangbin1, 2, MA Ruiguang3

(1. Northwest Land and Resources Research Center,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2. Key

Laboratory for Urb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 Simulator in Northwest China,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3.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61, China)

Abstract: Walking, as both a major mode of transport and the most common form of every-day
physical activity, deserves further attention in urban geography and public health studies. The
control of self- selection has not attracted enough attention in the empirical studies in China,
and there is insufficient research on the behavior of distinguishing different walking purposes.
Based on the micro survey data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and residents' travel behavior in Xi'an
city in 2014, the quasi- experimental study design of matching case control was adopted. By
controlling the self- selection effect brought by travel attitude, this paper explored and
distinguished the impact of urban rail transit itself and built environment on walking behavior.
Research findings are listed as follows. (1) Self- selection factors such as travel attitude and
preference have a critical influence on individual walking behavior. (2) After controlling of
individual socio-economic attributes and self- selection factors, the respondents' perception of
built environment greatly affected the walking frequency. (3) There is a certain difference of
the impact of objective built environment variables on walking behavior between China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f density was found in walking frequency models of
transport or leisure walking. The number of shopping stores and the number of bus stations in
the objective built environment variable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transport
walking frequency. However, for leisure walking, these built environment variables do not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4) Subway has a significant independent influence on the transport walking
frequency. These conclusions can help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mechanism behind urban residents' pedestrian travel behavior and provide enlightenment for
urban transportation and urban planning policies that guide urban residents to green and healthy
travel by optimizing urban land use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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